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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一世纪以来，巴蜀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受到较高关注、取得显著进展，但其在《剑桥中国文学史》

苏轼书写中的体现与其学术关注度存在较大落差，这一现象折射出巴蜀文学目前面临的核心困境。文章

首先厘清苏轼与巴蜀文学的联系，继而细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关苏轼的两部分主要书写，明确巴

蜀文学被遮蔽的事实。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剖析其成因机制，苏轼个人的“巨星”光环与《剑桥中

国文学史》的编撰原则折射出巴蜀文学表现力弱与辐射力弱的困境表征；又通过对比《剑桥中国文学史》

其他篇章中巴蜀文学的体现、以及域内中国文学史中巴蜀文学的体现，最终揭示巴蜀文学尚未被构建为

独立完整文化主体的核心困境，并尝试为巴蜀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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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Bashu literature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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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and achieved notable progress in scholarly research. However, its limited manifestation 
in the Su Shi chapters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stand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substantial academic attention it has received, mirroring the fundamental predicament currently 
faced by Bashu literature. This study first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Su Shi and Bashu 
literature, followed by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wo primary sections on Su Shi in The Cambridge His-
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which it identifi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Bashu literary discourse.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superstar” aura surrounding Su Shi and the editorial principles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
nese Literature collectively expose the dual predicaments of weak expressive power and limited cul-
tural influence inherent to Bashu literature. Furthermore, by compar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Bashu 
literature in other chapters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its treatment in do-
mestic Chinese literary histories, this research ultimately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dilemma that Bashu 
literature has yet to be constructed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entity. The study concludes by pro-
posing constructive insigh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ashu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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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巴蜀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受到较高关注、取得显著进展。这一现象既得益于资源

配置的倾斜，也体现在具体研究成果的积累上。“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于 2001 年 4 月获批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获得政策支持；截至 2025 年 5 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库“中国

文学”学科中包含“巴蜀”关键词的项目共 13 项、包含“四川”关键词的项目 4 项、包含“重庆”关键

词的项目 4 项，成果颇丰；一系列巴蜀文学史专著也相继出版，如谭兴国所著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

蜀文学史稿》、杨世明所著的《巴蜀文学史》等，巴蜀文学研究初具脉络。与此同时，众多域外中国文学

史不断涌现，其中由美国汉学家孙康宜与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具有一定代表性。自该书

中文版问世以来，陈文新[1]、蒋寅[2]、王敏[3]等众多学者都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多聚焦于书写范式、文

学史观和不足之处等方面。 
《剑桥中国文学史》以“文学文化史”为书写范式，主张将文学作品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

充分关注包括地域文学在内的诸多文化元素。但细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巴蜀文学家苏轼的书写发现，

该书仅将巴蜀定位为苏轼的籍贯，未深入探讨其文学作品和思想观念与巴蜀文学的联系，这与《剑桥中

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存在矛盾。本文通过探析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揭示巴蜀文学目

前面临的核心困境，并尝试为巴蜀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2. 苏轼与巴蜀文学 

本文以杨世明在《巴蜀文学史》中所提出的界定巴蜀地区和巴蜀文学家的方法为准。首先是地理范

围，“如以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所辖为准，既合理，又方便”[4]，苏轼的家乡眉州眉山即属其中。再

是文学家的收录，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是“生于蜀，长于蜀，虽宦居乡外，甚至至老不归，但离乡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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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本有作品，离乡后亦常有思乡之作”[4]，苏轼即属此类，是不折不扣的、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

之一。 
苏轼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 年 1 月 8 日)出生在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于嘉祐元年(1056

年)首次离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后因父母亡故，两次返乡丁忧，一生至少在巴蜀地区生活了 24
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苏轼虽常年仕宦于外，但巴蜀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早已对他产生深刻影响，

这些影响或显或隐地体现在其文学作品和思想观念之中。 

2.1. 巴蜀地理环境的影响 

巴蜀独特的地理环境对苏轼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首先体现在其诗歌意象中。苏轼的文学作品中

常见巴蜀自然意象。通过搜韵网站进行关键词检索，苏轼诗中以“巴蜀”义出现的“巴”字有 17 例、“蜀”

字有 99 例，另外，“猿”“蚕”“峨”“岷”等具有巴蜀地理特色的意象也分别以 36 次、29 次、43 次

和 13 次这样较高的频次出现在他的诗作中。 
除了上述直接以字词出现频率而计的巴蜀意象，苏轼诗中还存在一些难以字词计但感情浓烈的巴蜀

自然意象，如他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0 年)创作的《游金山寺》一诗：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5] 
苏轼创作此诗时三十六岁，离蜀已久，此前因直言不讳批评新法引起当道的不满而主动请求外任，

被任命为杭州通判，途径镇江，至金山寺拜访了宝觉、圆通二位长老，又因盛情难却而留宿寺中，夜观

江景以作此诗。诗作开头的“我家江水”正指流经苏轼家乡眉山的岷江，而全诗也贯穿着浓烈的思乡之

情，以及他厌倦现实政治和官场生涯、希望归隐田园的心情。 
巴蜀地理环境也对苏轼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除体现在上述的思乡之情中，还隐现在其人生观中。

巴蜀的地理环境具有“险”“丰”辨证并存的特点，在无形中为苏轼带来“逆境与生机”的哲学智慧，使

其在坎坷的仕宦生涯中能以超然、洒脱的态度自处。被贬黄州时，苏轼一度心灰意冷，多次游览黄州城

外的赤壁山，创作出《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闲暇时还在城东开垦了城东

的一块坡地，并自号“东坡居士”，不可谓不豁达。 

2.2. 巴蜀文化传统的影响 

巴蜀文化传统对苏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好学、创新与融合三点。 
第一，巴蜀有好学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

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6]从中已见巴

蜀重视教育之风。苏轼于嘉祐二年(1057 年)在《谢范舍人书》一文中评论蜀中文化风气：“文章之风，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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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

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

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

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7]后又于元丰七年(1084 年)在《眉州远景楼记》评论家乡眉山的学风：“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

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

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

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至于郡县胥史，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而大家显人，以门族相

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8]由此可见，巴蜀自古有好学传统，而至苏轼所处的北宋时，

学风尤甚。 
第二，巴蜀有创新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载“巴、蜀……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闲，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

执。”[6]这里提到巴蜀民众“反以好文刺讥”，既暗含对权威的反叛精神，又彰显出文化创新的特质。

巴蜀第一位文学家、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是在骚体赋转化为大赋的革新过程中确立地位的，初唐的巴

蜀诗人陈子昂也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由此可见，宋以前的巴蜀文学家已具有反叛思维，且敢于革新。

从思想行为来看，苏轼敢于质疑权威、进行政治讽刺，这也导致他一生中多次因直言抗议被贬。例如上

书谈论王安石变法的弊病被贬；又如调任湖州后上书《湖州谢上表》而遭遇“乌台诗案”；再如在高太后

垂帘听政时期抨击旧党执政暴露出的现象而被迫申请外调。从文学作品来看，苏轼敢于、也善于进行文

学革新，他的文章翻陈出新，诗歌又敢于写常人不敢入诗的题材，更是实现了对词的变革。由此可见，

巴蜀创新的文化传统对苏轼影响颇深。 
第三，北宋时巴蜀有融合的文化氛围。“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

学基础”[9]。巴蜀地区自古是道教发源之地，又是佛教的兴盛之地，青城山和峨眉山分别是这两种宗教

文化的代表地之一，加之儒学经世致用，三教合一，在这样融合的文化氛围下成长的苏轼不仅欣然接受

这三种思想，还能融合并吸收，发扬出坚定、乐观又豁达的精神。他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10]，
虽处逆境仍旧旷达乐观；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

余生。”[11]，又写“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

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10]，追求个体自由。 
巴蜀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浸润着苏轼，而苏轼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巴蜀的反哺。这一双向影

响关系，在现有的巴蜀文学研究中已得到学者们一定程度的关注。杨世明在《巴蜀文学史》中写道“……

苏轼都生长于蜀中。他们对我国文化、文学作出的贡献，是巴蜀文化最辉煌业绩的一个重要部分，他们

是巴蜀的骄傲，其事业将永载巴蜀史册。”[4]谭兴国在《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中提到苏轼

妻子王弗和父亲相继去世，他送灵柩归家守丧，“载誉而归，对蜀中文化该有多大促进！”[12]又说“《东

坡志林》在宋人笔记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巴蜀地区小说的发展，也有开拓作用。”[12]苏轼与巴蜀文

学实在难解难分。 

3.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主要有两部分，均位于上卷“第五章·北宋(1020~1126)”。第一

部分是单独成节的“Ⅳ苏轼”，第二部分是“Ⅷ宋词”下的第四小节“苏轼与远离女性化”。基于《剑

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其余章节中也偶有提到苏轼，此处仅论书中对苏轼作集中

书写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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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成节的“Ⅳ苏轼”以“说来奇怪，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活，竟与王安石‘新法’难解

难分。”[13]一句开始，概述苏轼成就。又以“1057 年，年仅二十岁的苏轼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他在

三百名新科进士中名列第二(共有数千名考生参加考试)”[13]一句开始，详细讲述苏轼生平，其中依次提

到了东京、杭州、密州、徐州、黄州、颍州、扬州、海南和常州等地，其中黄州着墨最多。最后简单介绍

了苏轼诗作的特点。 
但以上篇幅均未提及巴蜀文学，仅在后文一处提到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原文为：“近年来，中国

关于苏轼的学术会议，在苏轼生命中较为重要的很多地方召开，如眉山(他的家乡)、徐州、黄州、惠州、

海南岛、常州。”[13] 
“Ⅷ宋词”下的第四小节“苏轼与远离女性化”则是围绕“苏轼与词”展开论述，首先推测苏轼中

年之前不作词的原因，继而简要介绍其作词方法及词史地位，随后又推测他开始大量作词的原因，最后

综述学界对苏轼词作成就的多元批评观点及其历史影响。这一部分则未体现任何巴蜀文学。 
苏轼是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之一，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其的书写却仅将巴蜀称为苏轼的籍

贯，忽视巴蜀的文化作用，这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的书写范式有所出入，其中的遮蔽意

味不言而喻。 

4. 巴蜀文学缺位的三重遮蔽机制 

巴蜀文学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苏轼书写中被遮蔽，成因多样。本文试从苏轼个人的“巨星”光

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和巴蜀文学困境三方面展开论述，其中，前二者折射出巴蜀文学困

境的表征，最终将指向巴蜀文学的核心困境。 

4.1. 遮蔽机制一：“巨星”光环 

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对所呈现元素的选取往往更注重其表现力。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

的“巨星”文学家，仕途沉浮的传奇性、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生命哲学的先进性共同构成其

“巨星”光环，其形象也由此完成经典化建构，因而在苏轼书写中，上述三项光环往往被当作论述重心。 
第一，仕途沉浮的传奇性。嘉祐二年(1057 年)，苏轼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名震京师。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所作制策被列为三等，为“百年第一”，宋神宗更评价其为“宰相之才”。然其

初入仕途即陷入变法漩涡，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于熙宁四年(1071 年)被外放为杭州通判，后调任密

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元丰二年(1079 年)，苏轼调任湖州即上书《湖州谢上表》，其中“知其愚不适

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7]等言辞被新党利用，指其“愚弄朝廷，妄自称

大”，其他诗作中的某些句子也被新党指为具有讽刺意味。苏轼因此遭遇“乌台诗案”，下狱一百零三

日，幸得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言以决才逃过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成为他人生中

的重要转折点。元祐元年(1086 年)，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但因与旧党政见

不合，于元祐四年(1089 年)再次外放，任杭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 年)，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被贬惠州，

后于绍圣四年(1097 年)再贬儋州。直至元符三年(1100 年)，徽宗即位，苏轼获赦北归，次年病逝于常州。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表示“他的事业生涯惊人地跌宕起伏，既在哲宗朝几度官居要职，

又曾被捕系狱，还遭遇几次流放，流放地一次比一次偏远、蛮荒，这些都增加了围绕他的名声的光环。”

[13] 
第二，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前文提到，苏轼敢于、也善于进行文学革新，同时，他在文、

诗、词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参考袁行霈《中国文学史》[9]等相关研究，

可作如下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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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文上，苏轼主张“文、道并重”，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同时突破了儒家的道，认为

“道”泛指事物的规律。苏轼的文章气势雄放、语言自然，具有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尤擅翻陈出新的

议论文，又能将叙事、抒情和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起来。 
在作诗上，苏轼表现出三方面特点。一是题材广泛，无事不能入诗，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

评论苏轼“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

也。”二是形式多样，首先是对前人各种诗歌风格兼收并蓄，调和阴阳之美，呈现“清雄”的特点；其次

是“以文为诗”，清人吴乔认为“子瞻作诗，亦用其作文之意，匠心纵笔而出之。”清人曾季狸也评论道

“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他文人之文、文人之诗不同。”三是情思内蕴深厚，既有深刻的人

生思考带来的冷静、旷达态度，又有口齿伶俐、纵横捭阖、聪明睿智的思辨手段。 
在作词上，苏轼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提高词的地位，苏轼认为诗和词虽外在形式有别，

其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相同的地位。二是扩大词的表现功

能，开拓词境、无事不可入词，写作者的性情怀抱、人格个性；又写对人生命运的哲理性思考，向内心世

界开拓；也对外在世界进行拓展，空间场景扩大，描写自然山水之雄奇壮阔、熔铸深沉的历史和人生感

慨；在写爱情的柔词方面不输前人，更见真挚。三是改变词的表现手法，“以诗为词”，将诗的表现手法

移植到词中，具体又表现为题序和典故的大量使用，从本质上突破了音乐的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

音乐的附属品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称苏轼“声名卓著又才华横溢”[13]，为“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

家”[13]。 
第三，生命哲学的先进性。前文也已提到，苏轼具有坚定、乐观又豁达的精神。苏轼将儒家安贫乐

道的坚韧品格、道家超然物外的精神追求与禅宗随缘自适的处世智慧融合吸收，构建起一套独特的生命

哲学体系，又在仕途沉浮中汲取更多的精神力量，最终形成先进的生命哲学，这帮助苏轼直面人生的黑

暗与苦难，化解痛苦、超越困境。同时，这种人生态度也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为后人带来面对坎坷与

挫折的精神力量。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关于苏轼承受物质匮乏、政治迫害的能力，还有他不沉湎于

顾影自怜，已经说过很多。……但是，他不会陷入这类情绪而不能自拔。无论动荡不宁的一生中所处的

环境如何严苛，他超然面对自己境遇的能力，成为诗人痛苦悲伤的解毒剂。”[13] 
苏轼的经典形象总是被上述三项具有强表现力的“巨星”光环紧紧环绕，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

史》中更是将其“仕途沉浮的传奇性”作为论述核心，巴蜀文学作为表现力弱的元素被忽视，让位于其

“巨星”光环。 

4.2. 遮蔽机制二：编撰原则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其受众定位为“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13]，而其主

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协调，有利于英文读

者从头至尾地通读。……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

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13]，这样的受众定位和写作目的

要求编撰者在学术深度与普适性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由于《剑桥中国文学史》贯彻“文学文化史”理

念，更多地采取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将苏轼的文学活动置于北宋政治文化语境中进行整体考察，着重分

析其文学创作与当下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呈现的是较为表层的、具有故事性的内容。而苏轼与

巴蜀文学的联系，则属于读者在读完该书后希望进一步获得的有关苏轼的知识，未在书中加以阐释。 
但《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序言中又提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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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13]，在此观念的指引下，

巴蜀对苏轼的浸润本应被充分考虑，但其对苏轼的书写仍忽视了这一点。不过，通过对比该书其他部分

可知，巴蜀文学并未被彻底忽视。例如，宇文所安在“第四章文化唐朝(650~1020)”中就点明“随着黄巢

叛乱后长安和中原形势的恶化，成都成为吸引知名文人的磁场，发展出自己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13]，
又说唐朝时儒、释、道三教的杰出作家都在蜀地，可见宇文所安已然注意到、并相对重视巴蜀文学。但

艾朗诺在“第五章北宋(1020~1126)”中对苏轼的论述则几乎忽视巴蜀文学与苏轼的联系，这一倾向还表

现在其《苏轼的言、象、行》等其他有关苏轼的专著中，可见艾朗诺始终未将巴蜀文学纳入其阐释苏轼

的维度中。因此，巴蜀文学是否被遮蔽，也与编者的个人偏好息息相关。 
由此可见，巴蜀文学在国际汉学界得到了部分汉学家的部分聚焦，而在国内文学界，也有不少学者

致力于研究苏轼与巴蜀文学的联系。但由于巴蜀文学辐射力弱，往往受制于受众定位、编写目的和编者

偏好等编撰原则，难以突破文学史既定的筛选机制被纳入书写范畴，在文学史书写中长期隐身。 

4.3. 遮蔽机制三：巴蜀文学困境 

前文已经论述“‘巨星’光环”和“编撰原则”两项遮蔽机制，此二者分别折射出巴蜀文学“表现力

弱”和“辐射力弱”的困境表征，又共同指向巴蜀文学的困境核心——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

体。 
根据笔者观察，目前“巴蜀”多作为需被交代的客观地理区域出现在域内外中国文学史中，或作为

文人籍贯、或作为文人宦居之所。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早期中国文学：开端至西汉”提到

武帝统治时期至西汉末年最杰出的辞赋作者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是蜀(四川)人；“第四章文化唐朝

(650~1020)”提到陈子昂来自四川、李白在四川乡间长大、杜甫携家眷前往成都。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

则将苏轼与巴蜀的联系表述如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10] 
但由于巴蜀文学在国内学术研究中获得了较优的资源配置，域内中国文学史对巴蜀文学表现力与辐

射力的认可度又高于域外中国文学史。以二者对陆游的论述为例，《剑桥中国文学史》“第六章北与南：

十二与十三世纪”提到陆游四十八岁时入四川宣抚史幕，此后五年的军旅生活深远改变了他的诗观；对

比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明确指出“陆游诗的主导风格正是在巴山蜀水之间奠定的”[10]，前者将陆游

诗观的改变归因于军旅生活，也消解了巴蜀对陆游的影响。 
即使巴蜀文学目前受到较多的学术关注，但仍是以“巴蜀地区的文学”这一身份存在，具体而言，

学界与大众尚未将其当作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对待，而仅仅是对产生于这一区域的文学进行孤立研

究。在这样的研究体系下，巴蜀文学中的巴蜀元素往往被抽取出来，作为某种客观事物、或被置换为其

他已完成构建的独立文化主体，不再作为“巴蜀文学”而存在。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苏轼书写

就将巴蜀元素抽取出来，使其仅作为苏轼籍贯这一客观事物存在，而非对他具有浸润作用的精神原乡；

又如，巴蜀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外译后虽获国际广泛认可，但其巴蜀元素被抽取出来，置换为中

国少数民族元素，其也被西方评论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而非“巴蜀文学”。 
实际上，由于巴蜀文学始终没有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其表现力弱，也很难发挥辐射力，

难以避免地在各类文学书写中被遮蔽，在苏轼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对巴蜀文学发展的启示 

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苏轼书写存在的巴蜀文学缺位现象可以窥见，目前巴蜀文学正面临尚未被

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这一核心困境，其较高的学术关注度与较弱的表现力、辐射力存在较大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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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巴蜀文学的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5.1. 转变学术研究方向，构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 

巴蜀文学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重要原因是目前对其的学术研究都是孤立的，巴蜀文

学作为独立完整文化主体的发展脉络尚未被梳理出来，因而巴蜀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存在较强的

割裂感。基于此，当前亟需转变学术研究方向，梳理巴蜀文学连续的发展脉络，将巴蜀文化构建为独立

完整的文化主体。以现有的巴蜀文学史为例，它们大多仍采取传统且经典的书写范式——先按朝代分期，

再分别对文学家们的特点、成就等作论述。在这一书写范式下形成的巴蜀文学史，难脱简单粗暴罗列的

窠臼，无法消解巴蜀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的割裂感，也有“蹭热度”之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

书写范式聚焦巴蜀文学家个人，而忽略各种巴蜀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发展，无法完整、连续地呈现巴

蜀文学的发展脉络，自然也无法成功构建起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基于此，不妨尝试融汇《剑桥中

国文学史》所贯彻的“文学文化史”理念，重写巴蜀文学史，将巴蜀文学置于巴蜀地区的文化语境中加

以阐释，呈现各个朝代、各个文学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构建起完整、连续的巴蜀文学发展脉络，助力巴

蜀文学独立完整文化主体的构建。 
又如前文所提，巴蜀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在外译后被西方评论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巴蜀对

陆游诗观转变的影响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被置换为军旅生活的影响。究其根本，“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爱国边塞诗”等类型的文学早已成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再对比其他地域文学，“江南文学”

带给人古典、雅致的感受，“西北文学”则伴随着苍茫、辽阔的特征。因此，当与其他既有的独立完整的

文化主体相撞，巴蜀文学往往被迫隐身。基于此，学术研究还需为巴蜀文学提炼文化符号。崎岖险峻的

山水显示出巴蜀地理环境的神秘，蚕丛、鱼凫等传说显示出巴蜀历史的神秘，藏彝等少数民族文化显示

出巴蜀民众信仰的神秘……它们是否可以为“巴蜀文学”提炼出“神秘”的文化符号？再者，巴蜀地区

自古都是政治边缘，司马相如、苏轼等著名蜀籍文学家却能在入仕后大有作为；而杜甫、陆游等在政治

因素作用下入蜀的外籍作家又能在入蜀后创造出巨大的文学成就，这又是否又可以为“巴蜀文学”提炼

出“文化山水”“精神原乡”的文化符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当巴蜀文学被众多文化符号环绕，将逐

步构建起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 

5.2. 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增强巴蜀文学表现力 

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增强其表现力，不能仅局限于学术视野，还应拓宽至大

众视野。目前，四川文旅与重庆文旅在宣传上虽偶有联动，但其方式大多跟随热点从众、不具特色，也

不具深远持久的效果。因此，不妨尝试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将巴蜀文学的传播路径由“文本阅读”转向

为“文化体验”。具体而言，可立足巴蜀文学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定位，分类整合其文化符号资源、串联

相关旅游景点，建立起彰显巴蜀文学特征的旅游专题或旅游路线，通过大众体验，增强其表现力。 
例如，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景点可建立起“探秘古蜀国”旅游专题；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之中景点众多，可建立起“川西民族秘境走廊”旅游专

题，其内部又可细分出众多旅游路线。还可尝试开发沉浸式体验文学家生活的旅游路线，如“李白笔下

的壮秀巴蜀”“杜甫诗中的闲适成都”等。需特别注意的是，在构建旅游专题与路线时，切忌仅因地理邻

近就将景点进行组合，而应系统性呈现同类巴蜀文学文化符号的内在关联。 

5.3. 注重巴蜀文学外译，扩大巴蜀文学辐射力 

推动巴蜀文学“走出去”、扩大其辐射力，首先需加强巴蜀文学外译，使其呈现于国际视野中。但若

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就应避免孤立地外译单部作品，可策划“巴蜀文学外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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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计划，有重点、分批次地将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文学作品进行外译。 
国际主流文学界对地域文学的认知，还与其外译的跨文化阐释深度密切相关。因此，巴蜀文学作品

外译需注重跨文化阐释。首先，巴蜀文学语言常带有浓郁地方色彩，如方言、民俗、俚语等，对于其中的

特色词汇，如“摆龙门阵”“巴适”“茶馆”“土司制度”等，应避免直译，采用意译处理。其次，在翻

译时可强化巴蜀文学内核，以“茶馆”一词为例，其常规译法是“Teahouse”，但若要突出巴蜀地域特色，

可尝试译为“Sichuan Teahouse”并辅以简要文化注释。但需注意避免过度阐释等不当策略，为此，可进

一步制定《巴蜀文学核心术语与文化符号翻译指南》，系统整理方言、民俗、历史典故、地理名称、核心

文化符号的标准译法及注释规范。 

6. 结语 

苏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巴蜀文学家之一，《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其的书写遮蔽巴蜀文学，对展示巴

蜀文学尚未被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这一核心困境具有典型性。由于这一核心困境持续存在，巴蜀

文学始终以表现力弱和辐射力弱的面貌存在。 
苏轼以仕途沉浮的传奇性、文学创造的革新性与集大成性、生命哲学的先进性所构成的“‘巨星’

光环”，具有极强表现力，而巴蜀文学的弱表现力使其在苏轼书写中让位于上述“‘巨星’光环”并遭到

遮蔽。同时，基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受众定位、编写目的和编者偏好等既定编撰原则，只有具有强辐射

力的文化主体方能被纳入书写范畴，但巴蜀文学的弱辐射力难以突破这一筛选机制。 
因此，要将巴蜀文学构建为独立完整的文化主体，需从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两方面协同推进，通过

转变学术研究方向、创新文旅宣传方式和注重巴蜀文学外译等方式，增强巴蜀文学的表现力与辐射力，

避免在文学史书写中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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